
 

 

從《永樂甘珠爾》刊刻看永樂年間的漢藏交流 

 

 

摘 要 

 

    《永樂甘珠爾》卷首附有由明成祖所撰寫的〈大明皇帝御製藏經贊〉，並以

漢、藏兩種語言呈現。此篇贊文的漢文部分也被賜給了在同一時代刊刻的《永樂

北藏》。這種同文同時賜給兩部藏經的特殊現象，引起筆者對《永樂甘珠爾》刊

刻動機的關注。此外，從明成祖的此一舉動與贊文的內容，不難看出其對藏文、

漢文藏經的刊刻皆有著一定的重視態度。而當時《永樂甘珠爾》的刊刻與頒賜也

被視為漢藏交流的具體行動，這是否也回應了明成祖的刻藏動機。 

    基於上述思考，本論文將對置於《永樂甘珠爾》卷首的〈大明皇帝御製藏經

贊〉進行探討，並運用史籍及地志等有關明成祖與《永樂甘珠爾》的史料，來考

察明成祖刻印《永樂甘珠爾》的動機、目的與賜藏，並由此拓及至此一行動背後

所反映的漢藏交流情況。 

    研究後發現如將《永樂甘珠爾》的刊刻與頒賜一事，放入整個明代初期的中

國社會來看，從為何迎請藏僧以及賜封名號，到賜藏的整個系列過程，除是漢藏

交流的具體表現外，這也間接反映了明代佛教的情況。 

 

關鍵字：《永樂甘珠爾》、《永樂北藏》、明成祖 



一、 前言 

    《永樂甘珠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藏甘珠爾刻本，其為永樂八年（1410）

由明成祖敕令在南京靈谷寺刊刻而成，並從此開啟了北京版系統的傳承，1由此

可以看出此一版本的重要性。 

    《永樂甘珠爾》卷首附有由明成祖所撰寫的〈大明皇帝御製藏經贊〉，並以

漢、藏兩種語言呈現。2據筆者考察此篇贊文的漢文部分也被賜給了在同一時代

刊刻的《永樂北藏》3，除在「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掃描並以現代裝幀方式出版

的《永樂北藏》中，被當作序文刊在藏經之前外，同時也被收入在《永樂北藏》

的主函「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贊文」一卷當中。這種同文同時賜給兩部藏經的

特殊現象，引起筆者對《永樂甘珠爾》刊刻動機的關注。此外，從明成祖的此一

舉動與贊文的內容，不難看出其對藏文藏經與漢文藏經的刊刻皆有著一定的重視

態度，而《永樂甘珠爾》的刊刻與頒賜也能被視為當時漢藏交流的具體行動，這

是否也回應了明成祖的刻藏動機。 

    基於上述思考，本論文將對置於《永樂甘珠爾》卷首的〈大明皇帝御製藏經

贊〉4進行探討，並運用史籍及地志等有關明成祖與《永樂甘珠爾》的史料，來考

察明成祖刻印《永樂甘珠爾》的動機、目的與賜藏，並由此拓及至此一行動背後

所反映的漢藏交流情況。 

                                                 

1 辛島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114，

2014，頁 32 - 33。 
2 嘉措等著，〈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文物》9，1985，頁 86。 
3 原版的《永樂北藏》在撰寫此文時無法取得，因此文使用的《永樂北藏》為「永樂北藏」整

理委員會掃描並現代編輯的《永樂北藏》。 
4 由於現今《永樂甘珠爾》並未公開，筆者也無法取得此篇序文，因此本篇論文所使用的《永

樂甘珠爾》〈大明皇帝御製藏經贊〉，將使用嘉措於 1985 年刊於《文物》月刊的〈拉薩現藏

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一文中的錄文，以及 Jonathan A. Silk, 1996,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 in Suhpllekhāh: Festgabe für Helmut Eimer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Hahn, Jens-Uwe Hartmann und Roland Steiner (Swisttal-Odendorf: Indica et Tibetica)中的錄

文。. 



二、《永樂甘珠爾》的刊刻始末 

    有關《永樂甘珠爾》的刊刻始末在明代史籍中並無明確記載，因此現今只能

透過史籍中的相關史料，以及刊於《永樂甘珠爾》的〈大明皇帝御製藏經贊〉5

（以下簡稱：〈御製藏經贊〉）和〈御製後序〉6的內容與刊記來推知。現今所推斷

的《永樂甘珠爾》刊刻時間是以〈御製藏經贊〉和〈御製後序〉的刊記時間為準，

因此記為永樂八年（1410）。然而其實〈御製藏經贊〉和〈御製後序〉同時也被

收錄在明成祖所刻的《永樂北藏》7當中，且與〈御製後序〉的部分刊記所記的時

間並不一致。 

    據酒井紫朗的考察〈御製藏經贊〉和〈御製後序〉二文皆以漢藏兩種語文同

時呈現，然而在其〈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8一文中僅錄文〈御製後序〉的漢文部

分，並提及〈御製藏經贊〉被收錄在《法寶總目錄》〈御製大藏經序跋集〉9中。

此外，羽田野伯猷所撰的〈永楽刻チベット蔵経おぼえ書〉中所錄文的漢文〈御

製藏經贊〉也使用《法寶總目錄》中的版本，羽田野伯猷也在文中提出此文可能

為《永樂北藏》版本的懷疑，但並未深入考察。10因此筆者對照《法寶總目錄》

中〈御製大藏經序跋集〉所收入的序跋排序，發現記為明成祖所撰的序跋排列與

《永樂北藏》〈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贊文〉的順序相同，因此推斷在《法寶總

目錄》所收的〈御製藏經贊〉應為《永樂北藏》的版本。 

    真正屬於《永樂甘珠爾》的〈御製藏經贊〉與〈御製後序〉的漢文部分全文，

                                                 

5 《永樂甘珠爾》〈大明皇帝御製藏經贊〉，內容幾乎同於《法寶總目錄》〈藏經贊〉與《永樂北

藏》〈御製藏經贊〉只在小部分用字不同。 
6 《永樂甘珠爾》〈御製後序〉，內容同於《法寶總目錄》〈藏經跋尾〉與《永樂北藏》〈御製藏

經跋尾〉。 
7 〈御製藏經贊〉，《永樂北藏》17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0，頁 167-169。 

  〈御製藏經跋尾〉，《永樂北藏》178 冊，頁 180-181。 
8 酒井紫朗，〈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密教研究》87，1944，頁 67。 
9 《大正新修大藏經‧法寶總目錄》，〈御製大藏經序跋集〉。臺北:新文豐，1983，頁 1427。 
10 羽田野伯猷，〈永楽刻チベット蔵経おぼえ書〉。《密教文化》108，1974，頁 88。 



於現今研究中最早被錄文在嘉措等著的〈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11一

文中，而藏文部分最早錄文在 Jonathan A. Silk 的“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12中，基於上述前人的研究以下將對《永樂甘珠爾》刊刻始末進

行分析。 

    為證明明成祖所撰的〈御製藏經贊〉與〈御製後序〉是為《永樂甘珠爾》而

作，而非《永樂北藏》，以下從〈御製後序〉的刊記、〈御製藏經贊〉的內容以及

相關史籍記載來探討。有關〈御製後序〉的刊記在 Jonathan A. Silk 文中所錄的藏

文與漢文的〈御製後序〉刊記時間為「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13，然而在《永樂

北藏》的〈御製藏經跋尾〉的刊記為「永樂九年閏十二月」14，可以得知《永樂

甘珠爾》的〈御製後序〉撰寫時間應早於《永樂北藏》。且《永樂北藏》的刊刻

時間為明永樂十九年（1421）開版至明正統五年（1440）完成，雖然在《永樂北

藏》開版以前明成祖就為此藏做了許多贊文並收錄在〈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贊

文〉一卷當中，15但如果此篇後序為明成祖先為《永樂甘珠爾》所作，後再收錄

於《永樂北藏》也並非不能。且仔細檢視《永樂北藏》〈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

贊文〉一卷所收錄的內容後，發現裡面除〈御製藏經贊〉、〈御製後序〉外，還有

明成祖所撰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序並贊〉16、〈喜金剛本續序〉17等明成祖為西

藏佛教相關之經續所作的序贊文，雖然這些文章完成時間皆在《永樂甘珠爾》完

成之後，但明成祖的此一行為似乎可以看作與其自身的西藏佛教信仰有關。 

    而〈御製藏經贊〉的部分，是現今解讀明成祖刊刻《永樂甘珠爾》動機的重

                                                 

11 嘉措，〈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文物》9，1985，頁 85-89。 
12 Jonathan A. Silk, 1996,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 in Suhpllekhāh: Festgabe für 

Helmut Eimer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Hahn, Jens-Uwe Hartmann und Roland Steiner 

(Swisttal-Odendorf: Indica et Tibetica) 
13 Jonathan A. Silk,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 p. 179. 
14《永樂北藏》178 冊，頁 181。 
15 李富華、何梅，《漢文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 435。 
16 末記所載時間為永樂九年四月十七。(《永樂北藏》178 冊，頁 172-174。) 
17 末記所載時間為永樂十三年四月十七。(《永樂北藏》178 冊，頁 175-176。) 



要材料。此篇贊文提及「朕撫臨大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

之德，劬勞莫報，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施，以資為薦揚之典。」18

以此判斷《永樂甘珠爾》的刊刻，是因明成祖感念自己亡故的父母，為幫他們薦

福而刻，且在刊刻前派人至西土取了「藏經」，重新的雕造施印。然而單從這段

文字來看，並無法得知這裡指的「西土」是否指的就是「西藏」，也無法得知「取

藏經之文」究竟是取了何物，因此以下使用明代史籍中的相關記載來輔以印證。 

    首先，明成祖為父母薦福一事，《明史》記載： 

其時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麻19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為尚師。

成祖為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齎書幣往征。

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往迎之。

既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中略）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

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中略）遂封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

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中略）

命哈立麻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為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20 

從此段記載可知永樂元年明成祖命侯顯21、智光22迎請哈立麻入朝，哈立麻在永

                                                 

18 嘉措，〈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頁 87。 
19 據韓儒林所著《穹廬集》中〈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考〉一文認為哈立麻當為人名上所冠之 

Karma（即‘噶瑪噶舉’之噶瑪）一字音譯，故成祖所遣使入貢者「哈立麻」並非人名。哈立

麻之名，是間接由蒙文譯出，因蒙文屬阿爾泰語系，元音和諧律遵守甚嚴，凡遇藏文 

Ka、ga 等音，一律讀為 ga、gha，元明間譯 ga、gha 為合、哈。(韓儒林，《穹廬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418。) 
20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卷三百三十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032&page=70（2020.09.28 上網檢索）。在《明實

錄》太宗卷六十四，永樂五年二月中記載「庚寅尚師哈立麻，奉命率僧於靈谷寺，建普度

大齋資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與此事件相符。(《明實錄》，「明實錄、朝鮮王朝實

錄、清實錄資料庫」網站，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5^1544360176^ 

    807^^^60211001000600740005^1@@69717253。（2020.09.28 上網檢索）。) 
21 侯顯，藏人，有西藏佛教信仰，在《明史‧宦官傳》中有其傳記，《明實錄》、《安多政教史》、

《洮州廳志》等皆有相關記載，但皆未記載其生卒年，只知他與宗喀巴(1357-1419)、釋迦

也失(1354-1439)、鄭和(1371-1434)、智光(1348-1435)等同一時代，推測其生卒約 1365 年 

(元至正二十五年)至 1438 年 (明英宗正統三年)左右。(楊士鈺，〈侯顯生平研究〉。《中國藏

學》3，2009，頁 201。) 
22 智光，生於元順帝至正八年(1349)，卒於宣德十年(1435)洪武朝時曾兩次奉命西行，永樂朝時

前往西藏迎請哈立麻。後世追封其為「西天佛子」、「大通法王」。(相關研究參考鄧銳齡，

〈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中國藏學》3，1994，頁 34-43。)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Author:%E5%BC%B5%E5%BB%B7%E7%8E%89


樂四年（1406）時來到京城，成祖對其禮遇有加，並命其在靈谷寺、五臺山建普

度大齋為高帝后薦福，並賜予豐厚的禮物。此段迎請哈立麻的記載同時也被記錄

在西藏的史籍《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當中。23這段明成祖迎請西藏僧人為先妣

先考薦福的事件與在《永樂甘珠爾》〈御製藏經贊〉的記載相關，因此推測明成

祖因其自身的西藏佛教信仰與外交上的需要，而刻甘珠爾是有可能的。  

    有關《永樂甘珠爾》〈御製藏經贊〉所提及之「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一

事，在《清涼志》24中也有所記載，《清涼志》提及「辛巳春，上遣中官侯顯及大

智法王，如西土求經，得梵筴藏經歸勑，壽梓於番經廠，先印一藏送臺山菩薩頂

供養」25從此段記載中可以得知在「辛巳」這年，派遣侯顯與大智法王去西土取

了梵筴裝的藏經，並在番經廠開版。但筆者認為這段史料記載可能有誤，因文中

的「辛巳」年推算起來應是「建文三年」（1401），這時的明成祖還未稱帝，因此

還只能稱其燕王朱棣，此時的朱棣是否有能力與需求派遣使者前往西土取藏經值

得懷疑。且「大智法王」此一稱號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封給班丹札釋的，

26據陳楠〈大智法王考〉27一文的研究，大智法王最早來到漢地的時間是據《安多

政教史》所記載的永樂二年（1404），28與《清涼志》所記的建文三年明顯不符。

另外，《清涼志》中所提及的番經廠的設置，在年代上也不應該記為建文三年，

                                                 

23 《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中記載了明成祖寫給哈立麻(德新協巴)的詔書，書中提及「朕之皇

父洪武太祖及信奉者皇太后久逝，欲報其恩，然未得其法。上師汝以智慧之業績獲得殊勝

之成就，唯此乃佛教之本性也。故務請汝速來，完成對諸善逝者之荐福儀軌。現遣司禮少

監侯顯等人齎書迎請，敬請上師慈悲體念，速來為荷!」並在末記為永樂年二月所作，在此

段之後《賢者喜宴》提及德新協巴於藏曆火狗年(1406)動身前往漢地。此段史料所記載的

內容與時間與《明史》相符。（《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巴臥·祖拉陳瓦撰，黃顥、周潤

年譯。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201-203。） 
24 （明）鎭澄、聚用、祁豐元撰，《清涼志》卷之四，頁 8。《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127&page=149（2020.09.28 上網檢索）。 
25 有關此段史料在羽田野伯猷的〈永楽刻チベット蔵経おぼえ書〉一文中引來當作明成祖遣使

到西藏取甘珠爾的旁證，然而 Silk, Jonathan A.在"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

中也對此段史料記載提出了懷疑。 
26 《明實錄》卷二百二十二，記載英宗景泰三年十月「封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劄釋為大智法王

賜以誥命」（《明實錄》，「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網站，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1^840447096^803^^^60211001000902270018

^N@@189338996。（2020.09.28 上網檢索）。） 
27 陳楠，〈大智法王考〉。《中國藏學》4，1996，頁 68-83。 
28 陳楠，〈大智法王考〉，頁 72-73。 



因在張居正所撰的《番經廠記》29中提及： 

番經來自烏思藏，即今喇嘛教，達摩目為旁支曲竇者也。成祖文皇帝貽書

西天大寶法王廷致法尊尚師等，取其經，繕寫經傳。雖貝文梵字不與華同，

而其義在戒貪惡殺，宏忍廣濟，則所謂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30 

由此可知番經廠的設立是在明成祖派遣大寶法王、法尊尚師等人取來經文之後。

那麼取回漢地的藏經又是什麼形制？上述這段史料也提供了線索，文中提及「貝

文梵字不與華同」可以間接證明所取的藏經絕非漢文的藏經。在《清涼山志》卷

2 大文殊寺也記載「明永樂初，勅旨改建大文殊寺。勅賜貝葉靈文、梵文藏經、

朱書橫列、御製序讚。」31可知此藏經形式上應為貝葉經且為橫列，以往的漢文

藏經並沒有以此種方式裝幀而可證得。此外在 Jonathan A. Silk 錄的藏文與漢文

〈御製藏經贊〉中漢文「藏經」一詞的藏文對應為 bka’ ‘gyur，32由此可已更明確

的得知明成祖派遣使者取回的確實為西藏的藏經-甘珠爾。 

   確認了明永樂年間確實有《永樂甘珠爾》的刊刻，但使者們究竟取何種甘珠

爾當做底本？據嘉措等人在〈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一文中的考察，

發現今藏於布達拉宮與色拉寺的《永樂版甘珠爾》內均有目錄，其目錄名為《善

逝寶經廣示日光目錄》，此目錄的內容與布達拉宮所藏的《蔡巴甘珠爾》目錄略

本《佛說甘珠爾寶目錄略本》對勘後發現兩者相同，因此推測《永樂甘珠爾》是

以《蔡巴甘珠爾》為底本。33 

    從上述的考察推斷，明成祖在迎請哈立麻為其先妣先考興辦普渡大齋後，封

其為「大寶法王」並命其至西藏取回《蔡巴甘珠爾》，并將此作為底本而刻印了

《永樂甘珠爾》。在了解基本背景後，接著將對《永樂甘珠爾》的頒賜問題進行

探討，從明成祖賜與《甘珠爾》的對象、賜藏理由等方面考察當時的漢藏交流情

                                                 

29 現今張居正所撰之《番經廠記》收錄於清代於敏中、英廉所撰寫的《欽定日下舊聞考》中。

有關明代番經廠的研究參考陳楠，〈法淵寺與明代番經雜廠〉。《中國藏學》2，2006，頁

138-143。 
30 （清）於敏中、英廉撰，《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九，頁 9。《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

站，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3296&page=121（2020.09.28 上網檢索）。 
31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29 冊，頁 71。 
32 Jonathan A. Silk,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ongle Kanjur,”pp. 174-175. 
33 嘉措等著，〈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頁 88。 



況。 

三、《永樂甘珠爾》的頒賜與漢藏交流 

有關《永樂甘珠爾》的頒賜在其序文與後跋中皆無相關記載，只能從明代史籍與

西藏史籍中的相關記載推測。以下使用表格的方式呈現不同漢文史籍中有關《永

樂甘珠爾》頒賜的記載： 

出處 時間 頒賜對象 內容 

《明史》 

卷三百三十一 

永樂十一年

（1413） 

大乗法王 

昆澤思巴 

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見賜藏經、銀

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為萬行

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

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

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34 

《明實錄》 

卷一百三十七 

永樂十一年

（1413） 

大乗法王 

昆澤思巴 

尚思昆澤思巴入見，賜藏經、銀鈔、彩

幣、鞍馬、茶米等物。35 

《明實錄》 

卷一百七十六 

永樂十四年

（1416） 
釋迦也失 

辛丑，妙覺圓通慧慈輔應輔國顯教灌頂

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釋迦也失辭歸， 

御製贊賜之，並賜佛像、佛經、法器、

衣服、文綺、金銀器皿。36 

《清涼山志》 

卷二 

明永樂初 大文殊寺 

明永樂初，勅旨改建大文殊寺。勅賜貝

葉靈文、梵文藏經、朱書橫列、御製序

讚。每帙盛以錦囊，約以錦縧，護以蒨

氈，並欽造文殊鍍金像。37 

                                                 

34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卷三百三十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032&page=77（2020.09.28 上網檢索）。 
35 《明實錄》太宗，卷一百三十七，永樂十一年二月。「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 料

庫」網站，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3^2050005309^807^^^60211001 

    000601470007^1@@1020188892。（2020.09.28 上網檢索）。 
36 《明實錄》太宗，卷一百七十六，永樂十四年五月。「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

庫」網站，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4^616064031^807^^^602110010 

    00601860006^1@@692397796。（2020.09.28 上網檢索）。在《明實錄》此條史料中並未明

確提及有賜藏給釋迦也失，只有提及賜佛經一事。礙於筆者無閱讀藏文相關史料的能力，

只能透過二手資料了解藏文相關文獻的記載，因此據平措所著的《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一

書中，引色拉格西阿旺達扎的《色拉寺與大慈法王》中提及在永樂十四年確實有明成祖賜

《甘珠爾》給釋迦也失一事。（平措，《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頁 36。） 
37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29 冊，頁 71。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Author:%E5%BC%B5%E5%BB%B7%E7%8E%89


                               （依《明史》、《明實錄》、《清涼山志》內容自行繪製） 

從上表所記載的內容來分析，發現史籍中有關《永樂甘珠爾》的頒賜與現今保存

狀況相符。在嘉措等著的〈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提及現今存於布

達拉宮的《永樂甘珠爾》應為明成祖賜給昆澤思巴，此部《永樂甘珠爾》原先藏

於薩迦寺，文革時移往布達拉宮。38而明成祖賜給釋迦也失的《永樂甘珠爾》現

今則存於色拉寺。39以及在酒井紫朗〈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中也提及藏於五台

山菩薩頂的甘珠爾及為明成祖賜給大文殊寺的那部《永樂甘珠爾》。40 

    從明成祖賜藏給昆澤思巴與釋迦也失的記載，發現明成祖賜甘珠爾的對象，

皆是在明代「多封眾建」41政策下被封為「法王」、「國師」的人物，且過程皆是

將之迎請至漢地後冊封，並賜與豐厚的禮物，雖藏經只是眾多禮物之一，但此舉

還是可以得知當時的藏經應是相當貴重的物品，這也反映明成祖對漢藏交流的重

視。而在《大明會典》42中也提及「永樂五年，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始設

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43以及「凡四方番

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

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44可以看出明成祖為解決朝貢時因文字

語言不通所造成的不便，設立四夷館培養翻譯人才，西番館就是其中之一，這間

接反映明成祖對於對西藏外交的看重。 

                                                 

38 嘉措等著，〈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頁 85-86。 
39 嘉措等著，〈拉薩現藏的兩部永樂版《甘珠爾》〉，頁 86。 
40 酒井紫朗，〈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頁 50。 
41 「多封眾建」為明朝廷在面對西藏時所提出的封授政策，對不同教派分別給予封授，試圖以

此方式分散勢力，使教派間互相牽制，其目的在於利用藏僧的在西藏的號召力與影響力控

制西藏，但是否對西藏造成實質影響還有待考證。  
42 孝宗弘治十五年編成，共一百八十卷，為統一典章制度，使各衙門辦事有所依，故仿《唐六

典》體例編修。(鄭秦，《中國法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 274。) 
43 〔明〕李東陽、申時行等撰，《大明會典》卷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39343&page=90（2020.09.28 上網檢索）。 
44 〔明〕李東陽、申時行等撰，《大明會典》卷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6677&page=28（2020.09.28 上網檢索）。 



    除上述明成祖賜《永樂甘珠爾》給昆澤思巴與釋迦也失外，明成祖也賜甘珠

爾給大文殊寺45，這可能與五台山頻繁的藏僧活動有關。如：永樂四年，明成祖

就曾命哈立麻至五台為其先妣先考建大齋薦福。46而在《清涼山志》卷第三〈高

僧懿行〉裡也特別收錄了大寶法王與釋迦也失的傳記。47此外在陳楠《明代大慈

法王研究》48中提及據《大慈法王傳》、《蒙古佛教史》西藏文獻記載，釋迦也失

在五台山共修葺或改建了六所寺院，其中四所是大顯通寺、大寶塔院寺、大圓照

寺及此處所討論的大文殊寺。49上述這些資料證明明代初期五台山與藏僧的互動

頻繁，且五台山上修葺多所西藏佛教寺院，因此推斷明成祖賜甘珠爾給大文殊寺

是有可能的。 

    此外，明成祖迎請藏僧及賜藏可能也與其自身的佛教信仰及當時的時代背景

相關。明成祖對「神異」的嚮往可能是推舉藏僧的理由之一，首先在《永樂北藏》

中收錄了由明成祖御製的《神僧傳》，50從此可以看出成祖對神僧的嚮往。而回過

頭看有關藏僧的記載，發現史籍中也特別著重於神異的描寫，如說「帝聞烏思藏

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51以及記載「又聞

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璽書銀幣徵之。」52可知一開始迎請藏僧就是因其有

道術、善幻化。而對興建普度大齋的神異描繪又更加細緻如《明史》提及「五年

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

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53

                                                 

45 大文殊寺位於五台山，其又名菩薩頂真容院，始建於唐代。(《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29 冊，頁 71。) 
46 同註 20。 
47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29 冊，頁 139-141。 
48 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49 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頁 177。 
50 《永樂北藏》181 冊，頁 23-291。 
5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四》卷三百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021&page=12（2020.09.28 上網檢索）。 
52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五》卷三百三十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032&page=76（2020.09.28 上網檢索）。 
53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四》卷三百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3021&page=12（2020.09.28 上網檢索）。 



而在《金陵梵剎志》〈御製靈谷寺塔影記〉中則詳盡的描寫明成祖在普度大齋後

親至靈谷寺見塔影重現的情景，並在文中最後將此推功於大寶法王的靈應與不可

思議。54 

    除上述外，如從時代背景著手，發現明成祖的父親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1382）

更改了以往以禪、講、律對佛寺所進行的分類，變成已禪、講、教來分類，55其

中的禪指的是禪宗，講是宣講佛教，而「教」指的是瑜伽「教」，此類僧人被稱

為瑜伽僧或應赴僧，修行著重於祈福滅災、追薦亡靈、興辦各種法會。56且對瑜

伽僧也有明確的規範，如太祖在其《申明佛教榜冊》提及「若瑜伽者，亦於見佛

剎處，率眾熟演顯密之教，應供是方足孝子、順孫報祖父母劬勞之恩。以世俗之

說，斯教可以訓世；以天下之說，其佛之教陰翊王度也。」57以及「顯密之教軌

範科儀，務遵洪武十六年頒降格式內。（中略）此令一出，務謹遵毋增減，為詞

訛舛紊亂，敢有違者，罪及首僧及習者。」58從上述引文可以得知明太祖對瑜伽

教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給予肯定，且從律令著手對瑜伽教所修之顯密科儀進行規範。

此外《申明佛教榜冊》也提及「瑜伽僧，既入佛剎已集成眾，赴應世俗，所酬之

資，驗日驗僧，每一日每一僧錢五百文。主磬寫疏召請三執事，每僧各一千文。」

59可以得知當時詳細規定了應赴僧在世俗舉行各種經懺科儀時所可以獲得的酬

勞。由此可見明代初期瑜伽僧的影響力之大，國家從政策上肯定其社會影響給予

專職化，又整頓其科儀使之標準化，以及從經懺科儀收費行為法定化保障其財富。

而到了明成祖時，從成祖多次迎請藏僧舉行度亡法會，可知藏僧也多被歸於瑜伽

僧一類。此外，成祖有意提高藏僧地位，可能也與當時中國僧人的腐敗有關，60

                                                 

54 《金陵梵剎志》卷 3，〈御製靈谷寺塔影記〉，CBETA 2019.Q3, B29, no. 160, pp. 81a11-

82a11。 
55 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8。 
56 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1998。 
57 《釋鑑稽古略續集》卷 2，CBETA 2019.Q3, T49, no. 2038, p. 936a29-b4。 
58 《釋鑑稽古略續集》卷 2，CBETA 2019.Q3, T49, no. 2038, p. 936b8-17。 
59 《釋鑑稽古略續集》卷 2，CBETA 2019.Q3, T49, no. 2038, p. 936b21-23。 
60 《明太宗實錄》對僧人的腐化有以下記載:「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群生，今



由於明代民間對經懺儀式的需求增加，促使瑜伽僧的收入頗豐，造成其他禪、講

僧人的垂涎，也造成俗人為利益出家的情況，導致僧人素質低落，且瑜伽僧透過

經懺活動與世俗交往平凡，增進了社交的開放，使民間的佛教趨於世俗化與大眾

化，而對佛教義理的追求相對減弱衰退。61推測在這樣僧人腐敗的背景之下，急

需重新建立起新的僧人典範，因此明成祖推舉有道術的藏僧，願他們可以「領天

下釋教門」62。 

    總結上述，推斷明成祖之所以賜藏、迎請藏僧並提高藏僧地位，除外交所需、

個人的佛教信仰外，可能與想利用藏僧的稀有以及神異，來強調帝權的優越性，

用以區分中國腐化的瑜伽僧與自身信仰有所不同有關。 

 

四、結語 

透過探討明成祖刊刻《永樂甘珠爾》的動機及其賜藏的理由，並從此以小見

大，拓及至整個永樂年間的漢藏交流情況。發現明成祖刻《永樂甘珠爾》除以往

從〈御製藏經贊〉來解讀此一行為，認為此舉為明成祖的個人信仰外，這與當時

的明朝與西藏的外交關係、時代背景以及明成祖對藏僧特殊身分的利用也有著一

定的關聯。 

    本文透過運用《永樂甘珠爾》中的〈御製藏經贊〉、史籍、地志等材料來解

讀明成祖的刻藏與賜藏的動機，雖在此研究中發現被當成眾禮物之一的《永樂甘

珠爾》似乎並沒有得到更多的關注。但如將《永樂甘珠爾》的刊刻與頒賜一事，

                                                 

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輙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

略無顧忌，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概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

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可見

當時僧人的腐化情形。（《明實錄》太宗，卷一百二十八，永樂十年五月。「明實錄、朝鮮王

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網站，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5^9879 

    47964^807^^^60211001000601380003^1@@1751015675。（2020.09.28 上網檢索）。） 
61  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頁 281-282。 
62 《靈谷禪林志．明成祖封大寶法王勅》卷九，《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第 12 冊，頁

243。 



放入整個明代初期的中國社會來看，從為何迎請藏僧以及賜封名號，到賜藏的整

個系列過程，除是漢藏交流的具體表現外，也間接反映了明代佛教的狀況。不過，

如果說是「漢藏交流」那麼影響應當是雙方面的，本文偏重於對明朝影響的描寫，

但《永樂甘珠爾》對於西藏而言又產生了什麼具體影響，這有待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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